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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老年健康问题逐渐受到各国政府关注，改善建成环境被视为改善健康的一项战略方案。然而，尚未清楚建成环境诸因素中哪些因素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及体力活动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本研究主要探究建成环境诸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以期改善建成环境特征，促进老年人健康状况。方法：随机抽取南京市32个社区499名老年人，采用问卷调查基本信息，三维加速度计和GPS测量老年人户外活动强度、时间和活动轨迹，利用GIS提取客观建成环境因素，使用AMOS 22.0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人口密度和街道连通性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直接影响，效应量分别为0.100、0.121；人口密度、交通站点数和至商业场所距离通过体力活动对老年人健康产生间接影响，效应量分别为0.041、0.067、0.086。研究还发现体力活动在建筑密度、人均道路总长度、交通站点数、至健身场所距离、至商业场所距离与女性老年人健康状况间起到中介作用，对男性无中介作用。结论：建成环境诸因素中人口密度、街道连通性、交通站点数和至商业场所距离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与轻体力活动相比，中高体力活动在建成环境与健康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较大。建成环境诸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人口密度＞街道连通性＞至商业场所距离＞交通站点数；建成环境诸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也在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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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fitness environment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hysic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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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health problem of the elderly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Improv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is regarded as a strategic plan to improve health.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which of the factors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affect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role of physical activity. This study mainly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various factors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Methods: 499 elderly people from 32 communities in Nanjing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ree-dimensional accelerometer and GP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outdoor activity intensity, time and activity trajectory of the elderly.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extracted by GIS,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tested by AMOS 22.0. Results: population density and street connectivity ha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the effect amounts were 0.100 and 0.121 respectively; Population density, the number of traffic stations and the distance to commercial places have an indirect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 effect amounts are 0.041, 0.067 and 0.086 respectively.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physical activit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building density, total length of roads per capita, number of traffic stations, distance to fitness venues, distance to commercial venues and health status of female elderly, but not men. Conclusion: among the factors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population density, street connectivity, number of traffic stations and distance to commercial place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Compared with light physical activity, medium and high physical activity plays a greater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built environment and health.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is in the order of population density > street connectivity > distance to commercial places > number of traffic stations;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is also different in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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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我国已进入快速人口老龄化阶段，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1]。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演进，许多老年性疾病和健康问题凸显，我国卫生保健系统正面临日益艰巨的挑战[2]。研究表明体力活动不足是继吸烟之后第二大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因素，是全球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3]。然而，目前我国仅45%的老年人达到世卫组织推荐的每周150分钟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标准，这一比例在城市中甚至更低[4]。而体力活动不足是老年人罹患慢性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促进体力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公共健康优先事项，对预防非传染性疾病具有重大意义[5]。因此，面对全球性的老龄化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关注老年人口的健康问题，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通过改造城市建成环境的干预措施提高城市老年人口的体力活动量，我国国务院办公厅也于2020年09月30日印发《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国办发〔2020〕36号）。
社会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的健康行为受到个体、人际关系、实体环境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6]。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建成环境对体力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可显著降低患疾病风险，包括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7]。一项多国研究发现，地理信息系统（GIS）测量的居住密度和公园数量与城市中成年人中高强度体力活动量呈正相关，可间接促进健康状况[8]。有研究发现城市的蔓延和缺乏街道连接性与超重或肥胖的可能性有关；生活在联系更紧密、土地混合利用率高的社区的人参与户外活动更为活跃；那些活跃的老年人功能受损程度较轻，健康状态较好[9-11]。迄今为止，在我国利用GIS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尤其是探究建成环境如何影响老年人体力活动和健康的研究尚未展开。而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看，了解建成环境诸因素如何鼓励体力活动，促进健康状况，对制定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决策以改善老年人健康是至关重要的。鉴于此，本研究利用GPS和Actigraph GT3+三维加速度计测量老年人户外体力活动量，运用GIS软件测量建成环境诸因素，采用中介调节模型探索城市建成环境诸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作用机制，揭示城市建成环境诸要素是如何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为我国新时代健康城市规划、建成环境改造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指导。
1 研究设计
1.1 样本选取
[bookmark: _GoBack]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城中，南京在全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南京市的社区建设对其它城市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就老龄化程度而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南京老龄人口占比为20.85%，与北京（24.60%）、天津（23.43%）、广州（18.03%）、杭州（22.16%）、武汉（20.95%）、长沙（19.70%）等城市老龄化程度接近。另据，2021年12月19日扬子晚报报道，南京市即将进入高龄化社会，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0%，其中65岁以上人口超过90万人，占667万户籍人口的14%。据2017年南京市老年人口白皮书可知，南京市老年人口已达141.89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为20.85%，已进入深度老龄化。因此，探索南京城市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因素及路径，以微明宏，以个别例证一般，对其它城市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由于影响老年人健康问题的复杂性，为了避免给研究对象造成负担，研究主要调查城市建成环境因素对其的影响，且倘若实施全面调查研究，在研究者人力、物力执行上恐有困难，故以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依次按照行政区、社区性质抽取南京市有代表性的32个小区为研究范畴。每个小区招募30名受试对象，受试者的合格标准：年龄60岁以上[12]，属于常住居民（6个月以上），能正常进行日常活动，认知能力正常的老年人。为保证抽样样本分布的均匀性和代表性，并随机选取60～65岁、66～70岁、71～75岁、76～80岁且男女对半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
1.2 调查样本
拟发放960份研究样本，能有效代表南京市老年人整体情况。最终有效研究样本共499名老年人，其中男性212名，女性287名。
1.3 理论模型
社会生态学理论表明健康受到建成环境的影响，国外学者表明创造支持性环境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但未同时解释影响健康的路径及体力活动的中介效应[13]。因此，本研究以体力活动为中介变量，以老年人健康状况作为被解释变量，建成环境诸因素为解释变量。将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归纳为一个理论模型（见图1）。假设1：部分建成环境因素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正向影响；假设2：部分建成环境因素对老年人体力活动产生正向影响；假设3：（部分建成环境→体力活动→健康）：体力活动在部分建成环境因素与老年人健康之间存在中介作用。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理论框架路径是否合理，同时探索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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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老年人健康影响的理论模型
1.4 研究工具
1.4.1 老年人健康状况
为弥补以往相关研究的不足（如孙斌栋学者[14]采用BMI表示居民的健康状况，陆杰华[15]采用自评健康探索了老年人社会参与和自评健康的相互影响），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主观自评健康和客观患慢性病个数与BMI相结合的方式一起表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Bird等人的研究表明自评健康虽然是被访者主观的健康等级评价，但它与医生“客观的”健康评估有较大的一致性[16-17]。因此，自评健康状况能反映被访者整体健康状况，并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自评健康量表为：“您对自己身体自我评价是多少分？1分表示非常不健康；2分表示比较不健康；3分表示一般；4分表示比较健康；5分表示非常健康。”以及调查老年人是否患慢性病及患慢性病个数（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对无慢性病赋值为3，患一种慢性病赋值为2，患两种赋值为1，患三种赋值为0。并结合客观测量的BMI指数共同评估老年人健康状况。
1.4.2 客观建成环境
采用GIS方法收集相关建成环境指标。将包含有南京市公交站点、银行、商业大厦、零售行业、宾馆酒店、餐饮娱乐、政府机构、医院、学校科研、公司企业、公园广场、公园绿地、山、河流湖泊、住宅小区、街道网络等空间信息的南京市全要素数字地图（获取于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导入ArcGIS 10.2，作为抽取客观建成环境数据的基础。将家庭住所至户外体力活动场所距离数据按100米的组间距进行频数统计，500m频数百分比达到了60.13%，说明离家距离500m范围内包含了城市社区老年人的大部分户外体力活动。结合南京市公共设施的服务半径（如公交站点、健身路径、菜市场等），本文将缓冲区半径定为500m[18]。选取9个建成环境变量，包括人口密度、建筑密度、交通站点数、至交通站点距离、至健身场所距离、至商业0场所距离、街道连通性、人均道路总长度和土地混合使用。
1.4.3 户外体力活动
研究对象连续4天（2个工作日和2个休息日）佩戴Actigraph GT3+三维加速度计测量体力活动水平，要求每天有效佩戴时间为8h以上。本研究选择现有老年人体力活动研究中使用较多、较为合理的数值对参数赋值，以保证研究结果与同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具体参数见表1。老年人在佩戴加速度计同时要佩戴GPS测试仪，测量老年人户外活动时间，GPS测试仪采样频率为30s，具体信息包括经纬度坐标、时间等。每天的户外时间按个人从离开到返回家中的时间间隔来计算。在交通工具上的时间根据GPS速度进行剔除。在得出有效的户外时间段后，利用加速度计中的“time filter”计算对应户外时间段内的体力活动，即户外体力活动量。
表1 ActiGraph GT3X+体力活动测量参数设置[19, 20]
	序号
	
	参数内容
	
	参数设置

	1
	
	测试仪器
	
	ActiGraph GT3X+

	2
	
	采样间隔
	
	10s

	3
	
	未佩戴时间定义
	
	Choi算法

	4
	
	每天佩戴有效时间
	
	≥480min

	5
	
	纳入有效统计分析天数
	
	至少3天（2个平常日+1个周末日）

	6
	
	体力活动强度界值
	
	Freedson Adult（1998）

	
	
	轻体力活动
	
	100≤counts≤1951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MVPA）
	
	1952≤counts


1.4.4 控制变量
     本研究控制的变量包括年龄、月平均收入、教育程度、居住方式。采用问卷调查老年人社会人口信息。
1.5 研究方法
中介效应模型是反映中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老年人健康、客观建成环境和户外体力活动分别通过测量变量所得，构成三个测量模型。通过路径分析的策略探讨潜在变量间的中介效应关系。方程式为[21]：
M=aX+e1         （1）
Y=cX+bM+e2    （2）
方程（1）的系数a为自变量客观建成对中介变量户外体力活动的效应；方程（2）的系数b 是在控制了自变量客观建成环境的影响后，中介变量户外体力活动对因变量老年人健康的效应；系数c是在控制中介变量户外体力活动的影响后，客观建成环境诸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直接效应；e1、e2为回归残差。本文使用SPSS 24.0做描述统计，再通过AMOS 22.0软件计算各变量间的关系，同时验证提出的理论模型。老年人健康状况外显指标为健康自评（JK1）、患慢性病个数（JK2）和BMI指数（JK3）；客观建成环境采用GIS测量，提取9指标分别为人口密度（MD1）、建筑密度（MD2）、交通站点数（KDX1）、至交通站点距离（KDX2）、至健身场所距离（KDX3）、至商业场所距离（KDX4）、街道连通性（SJDYX1）、人均道路总长度（SJDYX2）和土地混合使用（SJDYX3）；中介变量户外体力活动，TLHD1～3分别表示户外活动量、活动时间和户外MVPA
2 结果
2.1 变量描述
表2所示为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因变量、中介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各指标占比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分析

	　
	总体（均值/占比）
	男性（均值/占比）
	女性（均值/占比）

	样本量
	499
	212
	287

	自评健康
	3.27±0.67
	3.25±0.67
	3.29±0.67

	BMI
	24.46±3.07
	24.42±2.99
	24.5±3.14

	患慢性病数量
	0.89±0.84
	0.93±0.85
	0.85±0.83

	MVPA/个/km2
	27.74±25.57
	32±28.25
	24.6±22.94

	总Count值
	243853.1±147993
	259683.34±158176.6
	232159.7±138752.7

	活动时间/min
	272.3±168.5
	286±185
	262±154.8

	人口密度/人/ km2
	31264±20514
	32594.84±20857.92
	30281.33±20238.2

	建筑密度/%
	0.3±0.1
	0.3±0.09
	0.3±0.1

	街道连通性/个/km2
	15.38±5.11
	15.56±5.21
	15.25±5.05

	人均道路长度/m
	0.28±0.31
	0.31±0.34
	0.27±0.29

	土地混合使用度/个
	13±2
	13.16±2
	12.9±1.98

	交通站点数/个
	5.3±2.02
	5.28±1.84
	5.31±2.15

	至交通站点距离/m
	268.34±128.88
	258.13±128.98
	275.9±128.5

	至健身场所距离/m
	254.8±154.69
	235.95±146.96
	268.74±158.98

	至商业场所距离/m
	500.24±295.14
	498.09±303.95
	501.84±288.99

	年龄/岁
	
	
	

	60～65
	33.5
	24.5
	40.1

	66～70
	31.3
	38.7
	25.8

	71～75
	21.4
	21.7
	21.3

	76～80
	13.8
	15.1
	12.9

	月收入/元
	
	
	

	500以下
	4.6
	4.2
	4.9

	501～1000
	9.6
	6.6
	11.8

	1001～2000
	12.2
	7.5
	15.7

	2001～4000
	58.5
	58.5
	58.5

	4000以上
	15
	23.1
	9.1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0.8
	11.8
	27.5

	初中
	33.3
	33
	33.4

	高中（含中专）
	32.3
	32.1
	32.4

	大学及以上
	13.6
	23.1
	6.6

	居住方式
	
	
	

	与子女同住
	37.9
	35.4
	39.7

	独居
	62.1
	64.6
	60.3

	


2.2 客观建成环境与健康的关系：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客观建成环境诸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老年人健康状况作为潜变量不能直接观测，需要借助外显测量指标来估计。检验结果：RMSEA=0.048，GFI=0.971，AGFI=0.937，CFI=0.987，表明模型拟合度达标，模型可以接受，假设被证实。
结果发现，建成环境诸因素中人口密度（β=0.100）、街道连通性（β=0.121）能正向预测老年人健康状况（p＜0.05），表明假设1成立。建成环境诸因素中人口密度（β=0.097）、交通站点数（β=0.158）、至商业场所距离（β=0.202）对老年人户外体力活动产生正向影响，表明假设2成立。研究证实体力活动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产生积极效应（β=0.427）。经检验发现体力活动在人口密度、交通站点数、至商业场所距离与老年人健康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表明假设3成立。
结果显示体力活动在人口密度与老年人健康状况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人口密度→老年人健康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人口密度→老年人健康）和间接效应（人口密度→体力活动→老年人健康）之和，总效应为0.141。体力活动在交通站点数和至商业场所距离与老年人健康之间均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说明交通站点数和至商业场所距离不能直接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其中介效应分别为0.067、0.086。总的来说，建成环境诸因素中人口密度、街道连通性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人口密度、交通站点数和至商业场所距离通过体力活动对老年人健康产生间接影响；建成环境诸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人口密度＞街道连通性＞至商业场所距离＞交通站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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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的中介模型图（标准化）
体力活动在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进而探究不同体力活动量（轻体力活动和中高体力活动）在其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结果如图4所示，轻体力活动在建成环境与健康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57×0.09=0.05。中高体力活动也在其中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63×0.21=0.13。结果显示，与轻体力活动相比，中高体力活动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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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体力活动量的中介效应

2.3 中介效应的性别差异分析
[bookmark: OLE_LINK6]使用AMOS 22.0对男、女样本进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模型拟合度为：RMSEA=0.052，GFI=0.869，AGFI=0.839，CFI=0.935，表明模型拟合合理，可接受。从图5可知，建成环境诸因素中仅建筑密度对男性老年人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从图6、表3可知，建成环境诸因素中建筑密度、人均道路总长度和至商业场所距离不仅对女性老年人健康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体力活动对女性老年人健康产生间接影响，效应量分别为0.176、0.234、0.223；交通站点数、至健身场所距离通过体力活动也对女性老年人健康产生间接影响，间接效应分别为0.115、0.089。建成环境诸因素对女性老年人健康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为人均道路总长度＞至商业场所距离＞建筑密度＞交通站点数＞至健身场所距离。

表3 影响女性老年人健康状况路径系数一览表
	　
	　
	　
	非标准参数
	S.E.
	标准参数
	C.R.
	P

	体力活动
	<---
	人口密度
	0.058
	0.045
	0.068
	1.275
	0.202

	体力活动
	<---
	建筑密度
	0.144
	0.042
	0.181
	3.407
	0.000

	体力活动
	<---
	街道连通性
	0.063
	0.053
	0.08
	1.19
	0.234

	体力活动
	<---
	人均道路长度
	0.123
	0.064
	0.151
	1.931
	0.044

	体力活动
	<---
	土地混合利用
	0.052
	0.046
	0.066
	1.137
	0.255

	体力活动
	<---
	交通站点数
	0.184
	0.054
	0.235
	3.423
	0.000

	体力活动
	<---
	至交通站距离
	0.084
	0.057
	0.108
	1.474
	0.141

	体力活动
	<---
	至健身场所距离
	0.141
	0.057
	0.182
	2.464
	0.014

	体力活动
	<---
	至商业场所距离
	0.128
	0.062
	0.165
	2.086
	0.037

	健康
	<---
	人口密度
	0.061
	0.03
	0.066
	2.007
	0.045

	健康
	<---
	建筑密度
	0.075
	0.03
	0.087
	2.456
	0.014

	健康
	<---
	街道连通性
	0.093
	0.035
	0.11
	2.635
	0.008

	健康
	<---
	人均道路长度
	0.141
	0.043
	0.16
	3.243
	0.001

	健康
	<---
	土地混合利用
	0.074
	0.03
	0.087
	2.43
	0.015

	健康
	<---
	交通站点数
	0.02
	0.039
	0.023
	0.513
	0.608

	健康
	<---
	至交通站距离
	0.007
	0.038
	0.008
	0.17
	0.865

	健康
	<---
	至健身场所距离
	0.048
	0.04
	0.058
	1.222
	0.222

	健康
	<---
	至商业场所距离
	0.119
	0.042
	0.142
	2.834
	0.005

	健康
	<---
	体力活动
	0.529
	0.093
	0.49
	5.70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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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介效应模型（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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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介效应模型（女性）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3 讨论
城市老年人健康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建成环境在改善老年人健康方面已成为研究焦点。创造支持性环境可促进老年人活动行为的养成，减少其对卫生保健系统的巨大需求，延缓疾病的发生，进而促进健康水平[22]。然而，很少有研究探究具体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主要探索具体的建成环境诸因素对老年人健康、体力活动的作用机制，并揭示影响男性与女性老年人健康的差异，以期为我国新时代健康城市规划、改造建成环境以改善老年人健康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战略发展目标提供决策辅助信息。
3.1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人口密度、街道连通性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产生直接效应，效应量分别为0.100、0.121。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美国学者探究城市环境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发现，与居住在低步行性的社区老年人相比，高10个社区步行性评分能有效降低老年人0.06个BMI指数[23]。有研究指出搬到高步行性地区的人，身体质量指数有所下降。高目的地可达性、人口密度均与BMI指数减少有积极的关系[24]；Beard等也发现客观地测量街道特征，包括街道连通性、街道上的树木和公共交通的可达性与身体残疾呈负相关[25]。我国学者孙斌栋等研究发现设施可达性较好对健康具有促进作用，设施可达性较高的社区，公共交通设施相对完善，且各类公共设施分布均匀，混合程度高，有利于老年人就近就地活动，其出行方式主要是步行、公交，促进其体力活动，从而影响健康状况[14]。有系统综述发现建成环境的改变可改善心理健康、生活质量、社会孤立或包容[26]。说明客观建成环境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对老年人而言建成环境是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健康的环境。可能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生活空间缩小，将花更多的时间待在社区里，以及身体机能和活动能力的下降意味着老年人更容易受到客观环境的挑战和障碍的影响。然而，也有些研究发现改变建成环境对肥胖风险没有影响，改变可步行性与BMI指数之间没有关系[27]。Powell-Wiley等人研究发现与其他搬家者相比，搬到更贫困社区的成年人体重增加得更多。生活在更贫困地区的时间越长，体重增加越多[28]。可能由于不同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研究区域不同造成研究结果间差异。本研究为了避免老年人主观报告的建成环境偏差，通过GIS测量客观建成环境，其结果更加可靠，社区内人口密度高有利于促进老年人健康状况，街道连通性好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可能原因是老年人闲暇时间较多，更乐意在公共场所聊天、散步和从事娱乐活动，高人口密度可促进老年人之间的社交活动和集体活动，有利于其身心健康。街道连通性越高，可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更多交通路线，老年人外出就医、娱乐等更方便，能有效降低老年人的健康风险。另外，街道连通性好也与老年人较少的行动限制有关[29]。总之，城市建成环境对促进老年人健康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城市规划者在规划时应优先考虑社区的人口密度和街道连通性，以便老年人进行社会互动和使用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设施，使健康回报得到提高。另外，可改造街道连通性较差的社区，使老年人更加便利的出行，能有效提高其身心健康状况。
3.2 体力活动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体力活动在客观建成环境与老年人健康状况之间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体力活动在人口密度与老年人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097×0.427=0.041，占总效应的29.4%。这表明人口密度通过体力活动在老年人健康水平上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从另一方面说社区人口密度导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户外体力活动的投入进而转化为健康的回报。说明增加社区人口密度可有效增加老年人户外体力活动量，间接降低老年人患病风险。LI和同事发现，客观的居住密度、街道交叉口数和社区步行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人口密度与交通性体力活动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30]。有meta分析指出居住密度提高，老年人休闲性体力活动水平将提高16%（OR=1.16，95%CI：1.01～1.32），进而促进老年人健康水平[31]。有研究发现较低的人口密度与较低的社会支持和互动水平有关，降低老年人外出的几率，导致其体力活动量减少，同时老年人患抑郁和焦虑风险上升，威胁其健康水平[32]。人口密度与老年人社交活动之间有积极的关系，进而降低压力和焦虑，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保持活动”的观点强调了体力活动与健康之间的联系，除了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影响外，还与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症）产生有益的影响有关，因此需要设计更适合老年人步行的社区环境。由于城市社区人口密度的物理和社会方面都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为了预防和减少消极影响和提高有益影响，应提高社区人口密度，促进老年人户外体力活动量，提高健康回报。研究还发现体力活动在交通站点数和至商业场所距离与老年人健康之间均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为0.067、0.086。说明增加缓冲区内交通站点数量，延长到商业场所的距离，能使老年人体力活动量增加，间接对老年人健康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公共交通站点较多的社区老年人出行便利，出行几率增加，体力活动量提高。香港的LU等人研究表明方便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巴士及港铁）可增加65岁以上老人步行的机会[33]。在中山市区的研究也发现公交站点的数量与60岁以上老年人更多的步行出行有关[34]。由于步行是老年人主要出行方式，缓冲区延长到商业设施的距离，可增加老年人往返于商业场所的时间，促进体力活动量的增加。说明商店和商业服务、公共交通站点对促进老年人的体力活动很重要，体力活动的提高对延缓老年人衰老、推迟慢性病的发病率有积极有效，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由于个体行为改变是根据周围环境选择的产物，以环境为基础的体力活动干预措施往往覆盖面广，可能影响到大群体或整个群体的行为选择，所以建成环境在健康促进方面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为了促进城市老年人健康水平，鼓励其户外活动，应在缓冲区内增加公共交通站点数，适当延长到商业场所的距离。
3.3 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研究发现缓冲区内人口密度、建筑密度、街道连通性、人均道路总长度、土地混合利用率、至商业场所距离对老年女性健康状况产生直接影响，而老年男性健康状况仅受建筑密度的直接影响。性别差异在客观建成环境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中发挥作用，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老年人移动能力衰退较快，活动空间受到了更大约束，活动范围较小，对社区公共资源环境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对微观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感，这使得人口密度、建筑密度、街道连通性、人均道路总长度、土地混合利用率、至商业场所距离对老年女性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而老年男性的出行方式具有很大的弹性，活动空间并不局限于社区周围，活动空间相对较大，造成仅人口密度对老年男性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是由于老年人活动偏好因性别而异所造成的差异。户外体力活动在男性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建成环境间无中介作用，在女性老年人中存在中介效应。建筑密度、人均道路总长度、至商业场所距离通过促进老年女性体力活动活动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效应量分别为0.089、0.074、0.081。户外体力活动在交通站点数、至健身场所距离与女性老年人健康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分别为0.115、0.089。说明建筑密度、人均道路总长度、至商业场所距离、交通站点数和至健身场所距离均能促进女性老年人户外体力活动量，这些发现对健康城市的建成环境设计具有启示意义。有研究发现搬到付费娱乐设施密度较高社区的女性，体力活动减少，而搬到居住密度较高地区的女性，更有可能增加步行[35]。一项对对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女性的研究中发现，客观地评估她们到企业和设施距离（如步行到设施的距离）与计步器步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6]。美国一项研究表示生活在高交通站点密度、更多的活动场所社区老年人，能改善其心肺健康。研究表明客观建成环境对老年女性影响较大，可能由于女性复杂养育子女和其它家庭责任，更多地依靠邻里提供资源，接触社区环境极好较大，更容易影响其健康行为。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联系可能受到更多的限制，外出机会更少，导致其大部分时间局限在缓冲区内活动。客观建成环境特征影响健康行为的机制可能是通过影响个体对社区环境的感知，若感知建成环境条件更有利于步行，那么这种感知应该部分是客观环境因素对其步行行为的影响。环境心理学家也赞成客观的建成环境因素与个人层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健康行为。
研究局限：1）研究属于横断面设计这是本文局限之一；2）研究未考虑感知建成环境与客观建成环境的关系，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探索主客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3）文中所选取的环境指标主要围绕户外体力活动的实体环境，而未考虑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同时考虑社会环境和实体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采用更加客观测量的方法评价健康状况，分析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相关的潜在因素。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bookmark: _Hlk75185415]1）建成环境诸因素中人口密度、街道连通性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人口密度、交通站点数和至商业场所距离通过体力活动对老年人健康产生间接影响；与轻体力活动相比，中高体力活动在建成环境与健康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较大。建成环境诸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人口密度＞街道连通性＞至商业场所距离＞交通站点数。
2）建成环境诸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建筑密度对男性老年人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建成环境诸因素中建筑密度、人均道路总长度和至商业场所距离不仅对女性老年人健康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体力活动对女性老年人健康产生间接影响；交通站点数、至健身场所距离通过体力活动也对女性老年人健康产生间接影响。建成环境诸因素对女性老年人健康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为人均道路总长度＞至商业场所距离＞建筑密度＞交通站点数＞至健身场所距离。
4.2 展望
1）街道连通性是老年人健康状况的预测因素，规划时应着重考虑缓冲区内街道连通性，提高居住区附近街道连通性，进而改善老年人健康水平。
2）交通站点数和至商业场所距离间接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因此，城市规划者应在缓冲区适当增加交通站点数和至商业场所的距离，促进老年人体力活动量，进而促进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3）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存在性别差异，因此，应该给弱势群体更多的支持，创建支持性环境，如适当的居住密度、良好街道连通性、健身步道长度、土地混合利用率高和合理的商业场所位置，更有利于促进女性老年人健康水平。
4）规划部门应根据上述有利建成环境因素进行合理有效的安排社区规划工作，使环境优化能够在促进老年人健康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政府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新思路，也为中国相关养老公共政策的完善提供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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